
道德“滑坡”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

笔者：你在书中从社会转型的视角
研究道德失范，是否意味着转型前的道
德状况就好，而是在近四十年来才“滑
坡”的？

高兆明：虽然我从转型的角度来看
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就
认定改革开放前的道德状况就是好的健
康的。相反，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改
革开放前的道德存在严重问题，那时的
人性是被扭曲的。

时下，一些人面对社会严重道德失
范现象，于是就怀旧，以为改革开放以
前乃至“文革”以前的社会道德是好
的、清明的。对这种现象应当警惕。我
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总体上说，那时的
人情感朴素，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简
单，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功利性，但是，
人性是被扭曲的。朴素、简单的另一面
是生命、亲情、友情、爱情等一切人间
珍贵的东西都可以被轻易蹂躏。

笔者：持道德“滑坡”是转型后才
出现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造成了拜金主义，
致使个人为了私利享受不顾伦理道德；
市场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只顾自己而
不管他人或集体利益。在你看来，事实
是这样吗？

高兆明：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
经济实践有关，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
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

第一，这不合乎历史。在市场经济
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也有道德败
坏、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建立起
市场经济的社会，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
的社会。

第二，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
极的人文价值？这需要追问。黑格尔、
斯密、马克思等思想大家对市场经济人
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都有自己基本的
看法，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

绝
对否定的态度，相
反，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
定。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契约、
规则、法治、合作等精神，是市场经济
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

第三，市场经济本身作为一种社会
配置资源方式，无所谓好和坏，但它是
否健全、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有一个好
坏的问题。如果资本与权力交融一体，
如果资本本身缺少有效的规范与约束，
就是坏的市场经济。在坏的市场经济
中，人们不需要诚实守信、不需要通过
利他而利己、不需要契约精神。只有坏
的市场经济才败坏社会风气。坏的市场
经济，这才是现时需要特别警惕的问题。

应该说，道德的失范在任何一个时
期都存在，绝对完美的道德秩序从未抵
达过世俗的生活世界，而在社会变迁或
转型的时期，道德的失范或来得更为猛
烈，比如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刚
落地，经济和社会秩序面临巨大的转
变，旧有的道德失去了约束力，却又不
能立即抵达新的道德世界。新旧更替的
过程，是一段道德乃至整个社会秩序失
范的艰难历史。

这种局面，还催生了关注秩序重建
的社会学的诞生，也成就了孔德和涂尔
干等法国思想家。他们毕生致力于社会
秩序的重建。在他们的关切中，除了孔
德晚年转向了面向个人的神教，都是在
寻求一种制度的和文化的反思与拯救，
而制度正是指那些在法律和社会文化中
规范化的行事方式。

而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渐渐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所触发的社会转型持续
至今。集体主义至上的道德退却，但新
的以尊重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为基调
的道德秩序仍未建立，道德的失范不时
涌现出来。

高兆明以此为他思考的背景，从古
希腊文明一路追问下来。古希腊的亚里
士多德在探究如何培养好公民时主张，
在好城邦中过好生活，做好公民。黑格
尔揭示人的品格是人的第二天性，人的
第二天性系后天伦理共同体生活的结
果。他在被问及如何培育孩子的好品格
时借用古希腊人的话说：在有好的法律
国家中生活。马克思不仅揭示人的社会
性本质，还明确要建立一个“合乎人
性”的环境，所谓“自由人联合体”就
是他心目中的合乎人性的环境。如果没
有一个好的环境，道德状况的美好只能
是一种空想。沿着这一基本认识，高兆
明以他的研究方式诊断了那些关于道德
失范的认识和困惑。

到制度中
寻求道德状况因果

江苏学者高兆明通过多年研究认为：

道德“滑坡”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

年底
了，各地
相继要评
选出“道
德模范”，
目的是以
“树典型”
和“宣传

模范事迹”的行政方式改变道德的
状况。但长期以来，道德状况却并
未因行政的奖励和宣传而变得更
好，不管是轰动一时的“小月月事
件”，还是拒绝扶起绊倒的老人，
道德秩序的失范时刻在拷问我们的
道德状况。

问题出在哪里？直到今天，人
们对道德失范状况的认识基本是在
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拷问个人的
道德修养和品性的不足，二是拷问
整个社会文化信仰的缺失。

然而，在二十年前，学者高兆
明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更愿意触及
那些隐藏在道德背后的制度和环境
状况。他现在执教于南京师范大
学，所撰的《道德失范研究》是最
早从制度及其正义的角度切入道德
研究的作品，今年6月，在商务印
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文
库下重版。在他看来，道德行为深
受日常生活中所能感受的正义状况
的影响，如果缺乏制度正义，即公
平、平等规则和奖惩分明的制度化
标准，社会成员便不能平等地感受
到尊严、尊重和自尊，道德失范由
此涌现。

制度正义是现代化的方向
笔者：制度的正义一定是各种要素

统一作用的结果。但如果从人的角度谈
这个问题，公平与正义要实现，在你看
来最值得关切的什么？

高兆明：如果从主体、主观的角度来
认识问题，也有诸多方面。我简单点从社
会分层的侧面来说。一个社会可以分为大
众和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两者都有要
求，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方，制度正义建
设就不可能。

它需要精英分子的理想、良知与无私
精神。如果精英们利用自己垄断的资源，
图谋私利，正义制度的供给谈何容易。如
果相反，精英们能够“承认”社会所有成员
的平等身份、人格、尊严，并以宪法法律的
客观方式确立，那么，就较为容易。信仰、
理想、良知，当然每个人都要讲，不过，首

先是社会精英分子要有信仰、理想、良知，
要公天下，而不是私天下。

作为大众，我们每一个人不能置身度
外。我们都是局中人，不能指望别人替我
们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然后再去变得纯粹
一点。马克思强调改变主观世界与改变客
观世界的统一。世界是丑陋的，我们自身
也好不到哪里去，需要改变世界，也需要
改变自身。

笔者：这本书的研究，是你在二十年
前就做的。你非常注重历史感，置于社会
转型角度把握，对转型时期的“非常态”道
德失范和任何时代都存在道德问题的“常
态”做了严格的区分，但这么多年过去
了，你是否有过新的体会或感触？

高兆明：经过这么些年的实践，尤其
是放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

中把握，现在对问题的认识变得更为不
安。“非常态”向“常态”过渡或转化，有两
个可能方向。一是在全社会形成新的道德
价值精神，克服道德失范现象。这是一些
成功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民族所经历的
成功路径。这是一种常态。还有另一种演
变方向，即既有的“非常态”本身变成了

“常态”。这就很可怕。在现代化过程中，我
们是否能够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
是极为严肃的现实问题。当下，这个问题
越来越尖锐，有强烈的现实危机感。

时间越来越紧迫。如果这些道德失范
现象本身真的成为常态，我们这个民族的
未来、前途究竟怎样？令人忧心。在这个意
义上，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民族的
民族精神建设有一个“时间窗口”问题。我
们不能错过“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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